
刷单面面观之二：自认“刷单”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了吗？

日期：2022.07.08  作者：鲁雪等

在涉及网络侵权案件中，关于赔偿金额，原告通常主张以被告所显示的销量来认定侵权数额，此时被告往往以刷单作为抗辩，有时

能够提供相互佐证的刷单证据，期望能根据实际销量计算赔偿金额。刷单行为是指经营者雇佣第三方实施虚假交易或评价的行为，

该行为始终以网络为依托。对于这类抗辩，法院审查亦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若侵权人主张刷单行为，则应当证明其行为成
立且能证明刷单数量。

一、刷单是否影响赔偿数额的两种观点

根据法律规定，网络侵权赔偿主要以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作为确定赔偿额的方式。目前对于刷单是否影响赔偿数额的确定观点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不正当经营者应当对其对外公布的销售数量负责，只要选择通过刷单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就理应承担伴随的商业风险和可

能的法律责任。由于刷单形成的虚假交易量，明显违背公平、诚信原则，干扰用户和消费者的真意选择，减损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的劳动价

值，破坏网络营商环境和秩序，不予以鼓励，不应支持其主张在损失赔偿计算中扣除刷单部分。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扣除确有证据能够证明刷单得来的交易数量，从而体现审判的公平正义，否则有违认定案件事实必

须以证据为本源的审理原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手段能够震慑刷单平台和经营者，而且各电商平台本身也制定了对虚假刷单行为的惩

罚措施，以上足以达到对刷单的规制目的，无需再将刷单金额计算在内进行判赔。

二、刷单行为是否影响网络侵权案件赔偿数额的司法实践

（一）平台商家自证刷单行为有难度

现实中，电商平台往往从技术上对刷单设置防控，对刷单行为有严格的惩罚制度，为了提高刷单性的隐蔽性，虚假订单的买家 ID、订单数量
和时间、交易支付和物流配送与正常订单并无二致，这就导致经营者自证刷单困难重重。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者提供部分证据但无

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法院无法认定刷单行为成立。

浙江朴素电器有限公司与慈溪市长河清阳洁具厂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1]一案中，法院认为，清阳洁具厂提供的网络交易记录、聊天和汇
款记录能够证明其网店中销售的3307个侵权产品交易中有3292个系刷单的事实。只有提供完整、有效的证据，才能证明刷单行为的产生，
但这与法院从赔偿额计算中剔除刷单金额的裁判还有一定距离，法院不因刷单炒信行为的非法性而否认刷单的事实，即使成立也不直接的进

行数量和金额的扣减。

（二）法院不支持从赔偿额计算中剔除刷单金额



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不同的涉及刷单的网络侵权案件时，对于是否从赔偿额计算中免除刷单部分金额的态度基本一致，在

不支持刷单抗辩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各类因素酌情判定赔偿金额。

部分判决显示，对于不正当经营者仅辩称刷单行为是常态化的网络销售手段，但无法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刷单行为成立的，法院对从

赔偿额的计算中扣除刷单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而是综合考虑涉案主观恶意、侵权规模、程度以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

合理开支等因素，酌定赔偿数额。卢某明与广州尚岑服饰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2]中，法院认为被告卢某明掌握着具体的交
易和物流信息，关于其主张的刷单事实有举证义务也有举证能力，却未提供完整的刷单记录，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的违法所得均

无法查明，卢某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能依此降低赔偿数额。

少部分法院会在认定没有证据或充分证据证明刷单行为成立的前提下，阐释刷单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不正当竞争规则，从而判令不正当

经营者承担不利后果。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公司与张某伦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中[3]，法院认为，即使刷单行
为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影响用户的真实选择，减损市场竞争者的诚实劳动价值，扰乱公平有序的网络营商环境，不应被鼓励

和提倡。被告在选择刷单方式牟取不当利益的同时，亦应承担其可能产生的商业风险和法律责任，法院不予支持在损失赔偿计算中扣除刷单

部分的主张。在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与胡某燕侵害商标权纠纷案[4]中，法院认为，将标明的商品销售数据用于确定赔偿额，有利于引导市场
主体诚信规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因此本案赔偿额以店铺标明的侵权商品销售数量作为考虑因素。

而即使部分案件中刷单事实成立，但刷单行为不能成为免除赔偿责任的正当理由，法院也不会因此降低赔偿金额，仍需综合各种因素确定民

事赔偿金额。李宁体育（上海）有限公司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余某五侵害商标权纠纷案[5]中，法院认为，余某五确实存在通过刷单制
造虚假交易及评价的事实，且有违诚信，误导平台消费者，属于违法行为。余某五虽然没有在刷单交易中获得直接利益，但是其通过刷单行

为带来更多访问量和交易机会，如扣除刷单部分的赔偿责任，将违背“任何人不得因非法行为获利”的基本法律原则。因此，余某五仍应负担
刷单对应部分的赔偿责任。

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与博野县乐儿雅服装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6]中，法院认定，涉案被诉侵权商品销售数量和金额较
大，根据一审法院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取的数据显示，乐儿雅服装店虽主张存在刷单行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刷单的具体
数额，且刷单系以虚构交易的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有悖电子商务诚信体系的建设，不能以此作为侵权人逃避法律责任的抗

辩事由。

但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即使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仍要平衡各方利益、考虑多种因素，在刷单金额严

重高于实际销售金额时，法院并不予支持，而是借助自由裁量权对赔偿金额进行适当调整[7]。

三、法院对刑事案件中涉刷单部分金额的处理

网络侵权案件中，由于被告缺乏充足证据证明刷单行为的存在，或刷单行为不能成为免除赔偿责任的正当理由，往往刷单行为不能成立。而

涉及刷单行为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方承担，犯罪数额的认定有所不同。

虽然在2015年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郭某甲、郭乙假冒注册商标罪[8]一案中，法官在庭前会议中告知，被告人辩解侵权商品交
易额中部分系刷单产生时，应提供刷单有关的证据或确切的证据线索以协助司法机关收集证据，此举是将证明刷单事实的举证责任部分分配

给了辩方。本案最终刷单证据收集不能，法院直接根据控方证据中的金额作出认定[9]。

但在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诉郭某锋、孙某标、郭某升假冒注册商标罪[10]案中，由于没有相关的证据能证实，被告人辩称的网
络销售记录存在刷单等虚假交易，法院对被告人提出的该部分交易产生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当扣除的意见未予采纳。该案作为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第87号指导性案例，回应了网络时代犯罪数额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尤其是刷单炒信行为产生的非法经营数额能否扣
除的问题，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对于销售记录中的刷单等虚假交易的部分，应当扣除。此后，涉

刷单情形的刑事案件中，法院不再将刷单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人。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诉杨俊、廖某豪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11]，杨某称准确的销售金额应当以淘宝平台销售记录为准，标识
为“天天快递”的销售记录属于刷单。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杨某销售烤箱的准确数量及获利情况，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
发，以扣除刷单记录后的淘宝平台的销售记录为准，采信杨某直接参与的犯罪金额。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诉邓某成、程某荣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12]一案，邓某成、程某荣亲自手写的
网络销售记账本，其上清楚记载的购买人姓名、购买时间、购买商品类型、销售金额等信息，法院根据涉案支付宝交易记录与手写

记账的比对，发现手写台账中存在“刷单”、“空包”记录，最终未将这部分计入最终核算的非法经营数额。

刑事案件中普遍未将刷单金额计入犯罪数额，由于刑事诉讼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求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剔除由刷单

而产生的虚假交易数据，从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体现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原则。

四、小结

综上，以“刷单”作为抗辩对网络侵权案件赔偿金额的影响微乎其微，究其根本，虽然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实际获利上远低于表面上
的经营利润，但该行为对被侵权人造成了高于实际销量的损害，分流了目标消费者的注意力，这种长期的与刷单量成正比的间接损

失，与侵权人的刷单行为高度相关，其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在涉及刷单的刑事案件中，随着对刷单行为举证责任的明

确，目前多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扣除刷单额后就低采信非法经营数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
导消费者。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一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七十六条【破坏生产经营罪】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一条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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